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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学７０年：回顾与展望

———庆祝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笔谈（下）

编者按：２０１９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７０华诞，也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
关键之年。新中国成立７０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从封闭落后迈向开放进步，从温饱
不足迈向全面小康，从积贫积弱迈向繁荣富强，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类发展史上的伟大奇迹。为了系

统地总结和提炼中国７０年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
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本刊特邀部分著名经济学家撰写了这一组文章，以飨读者。

改革开放的经验是积累而成的

———四十年以来的改革实践和理论的发展

厉以宁

　厉以宁，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邮政编码：１００８７１。

一

从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算起，到 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已经度过了 ３０年，这 ３０年左右的
时间内，并不是没有人提出要改革、要开放，但阻力很大，几乎寸步难行。最大的阻力在于意识形态

方面，因为无论在农村还是在城市，意识形态方面都存在着障碍，这具体地反映在当时来自高层的

“两个凡是”的影响，任何一项改革建议，都须符合“两个凡是”的要求。

为了扫清思想上的障碍，在１９７８年，全国上下开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
这场大讨论长达半年之久，干部、知识界的人士都参加了这场史无前例的大讨论。不再以“本本”

作为唯一的指导，也不再把“本本”当作改革和开放的指示，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１９７８年 １２月召
开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新的改革思路。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了中国农村改革的趋向，这就是：中国广大地区的农民究竟选择什么

样的体制，由农民们自行选择，安徽、四川以及其他一些省份纷纷效仿安徽、四川的样本，在自愿的

条件下通过耕地家庭承包制各自提高了农业的增值效应。

农民选择了耕地承包制以后，主要精力放在粮食的增产，解决多年来未能解决的温饱问题。更

为重要的是城市居民得到方便。许多城镇短时期内出现了农民个体或合作办起的农贸市场，从蔬

菜、瓜果到猪肉，牛羊肉等都有出售。城区中原有的凭证购买粮食和肉食的情况消失了。这是城镇

居民最高兴的事情。

与此相应的是，凭证购买棉花、布匹也取消了。城镇居民不仅到农贸市场上可以买到布匹和成

衣，还可以订做各类衣服，服装店的衣服成为热销的商品。经营布料和服装购销的都是农民，福建、

浙江、广东、武汉、上海等地的街头，挂满了待出售的衣裤，而大街上可以听到的宣传是，这些衣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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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产地是香港，这是因为为了促销，国内许多购买和销售的布料和服装，通常被打上“香港货”的称

号，这就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的沿海城镇街头的繁荣现象的写照。

二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在城乡各地还兴起一种新现象，这就是乡镇企业的兴起。
据调查，在农贸市场中最初是农民推销自己家庭中的副产品，如蔬菜、水果、粮食、肉类等农畜

产品。但当时对生产资料的需求量很大，到处在盖房子，包括农民的住宅。但盖房所需要的水泥、

石灰、木料、油漆等都是市场上的紧缺物质：谁有“后门”才能买到，否则即使有钱也买不到的生产

资料。这种情形促进了农民自己走上生产资料生产和销售之路。

果然，有志者事竟成。农民成为新的生产资料的生产者，从而扩大了农村生产资料的产供销范

围。这些农民自己的建筑材料产品，很快就补充了市面上对建筑用生产资料的供不应求，同时这也

表现出，在生产要素（尤其是建筑材料的供给方面）生产供应方面打开了一条新路。也就是说，在

建筑材料方面，除了原来就存在的计划部门的生产供给以外，又增添了农民的建筑材料生产供给。

在煤炭供给方面，情况基本上与此相似，即在计划规定的煤炭生产之外，又形成了农民经营的小煤

窑，这才能使煤的供应满足国内对燃料的需求。

计划体制在建筑材料方面的限制被打破了。农民经营煤炭生产进入市场也打破了经济计划的

限制。至于生活用品方面的情况与此相似，不少民营中小企业应运而生，同计划体制内国有企业的

竞争也日益引起了企业界的关注。这就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体制内外经济竞争的反映。一批又一
批的生活用品，既依靠国有企业提供，又依靠新涌现的民营企业提供。

三

对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情况，事隔已经３０年了。我们可以得出什么样的经验和反思呢？在研究
当年经济形势的基础上，我个人认为至少有三个问题值得经济学界思考。

第一，８０年代初实行承包制的改革是有成效的，农产品和农村生产效率都有较显著的增加，这
也是有目共睹的。但最大的遗憾是没有提出农村土地的所有制的改革和转让问题。农村土地承包

经营权的流转刚开始在一些省（自治区）经过试点而受到农民的欢迎。准确地说，农村的土地流转

是２１世纪才在农村推广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农民的承包地是属于国家的，农民可以有
承包经营权，也可以出租自己的承包经营权，但不得改变承包经营权的性质。有了上述规定，农民

的承包经营权就受到了法律的保护，农民的权利不受侵犯。

现在总结一下，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农户承包经营是依法经营的一种措施。在农民承包经营的
框架下，农民的收成不仅获得了法律的保证，而且还能够扩大经营，提高生产效率。如果说，２０世
纪８０年代开辟了农民可以通过家庭承包经营致富，那么现在，在土地确权以后，从事家庭承包的农
民更可以通过转包行为而使自己经营的小规模演变为有一定规模，利用先进的农业机械，成为符合

时代需求的现代农场。这些都是在土地确权以后的新变化。

第二，中国人口多，就业问题始终影响到农村的兴衰。特别是在农村的人口外出谋生之后，进

城的农民将如何安心地工作，进城的儿童将如何入学并在接受新式科技知识之后，如何使自己在城

镇中谋得一个好职业。这也是以千百万计算的新市民如何发挥自己的特长所必须关心的问题。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特大型城市可以容纳的农民工及其家属是有限的，但农民工中有技术有专

长的仍有在这里落户的可能性。应当在中小城镇较多地吸收农民工就业，在中小城镇，只要政策适

当，对农民工的就业仍有很大的吸纳空间。

无论是特大城市，还是中小企业所集中的中小城市，吸纳农民工并安置农民工家属是不可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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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事。这里涉及了农民工幼孩的照顾，学龄前儿童需要进幼儿园，学龄儿童需要上学，农民工家

庭的老人也需要有医院照应。根据以上所述，可以清楚地反省，从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以来，农民工进
城后的生活在较长时间内一直没有得到城镇当局的重视，以致城市当局越来越需要“补课”以改变

农民工的家居问题。

照理说，城市如果能根据本地农民工家属的情况，在 ２０世纪 ８０、９０年代就着手改善农民工及
其家属的安置问题，今天就不会大范围出现（至少中小城市不会出现）农民工家庭的留守问题。

从工业化、现代化过程考察一下西方发达国家的农民工家属的安置问题，我们可以得出两点启

示：一是随着这些西方国家工业化、现代化的推进，所需要的服务业工作人员数目是增加的，这就形

成了一批又一批的就业的可行性。二是随着西方国家工业化、现代化的推进，城市人口也越来越

多，这就为城市中的农民工的家属获得了新的谋生机会。如摆小店铺，或发挥自身之所长，开办某

些行业的小工厂或小店，并渐渐扩大经营。这都是正常的现象。

有些外出打工的农民，先外出学艺，积累一定的经验和技术以后，便回家创业了。我们在贵州

毕节市调研，发现有各种当地原来没有的新企业现在开始营业了，如面包房、蛋糕店，还有新式的时

装店。开办这些新式店的老板都是前几年出去打工，学习了外地企业的技术后，回到毕节，自行开

店，生意很好。市政府的同志告诉我们：“过去毕节的居民没有购买面包、蛋糕的习惯，现在有这种

习惯了，尤其是在儿童过生日时，桌子上总会摆上蛋糕，全家为儿童祝福。”还有，毕节人到外地打

工后，回乡开了时装店。他们懂得沿海城市目前所流行的是什么样的衣服，很快生产出来，挂在店

铺里，吸引毕节妇女的注意，所以，外出打工的制衣工匠成为新时装的宣传推广者。这种风气也是

最近才流行开来的。

我们在美国、德国考察时，还发现了那里农家的一种新风气，即一些老人不愿住到城市中，而愿

意返回农村，仍以务农为生。去美国大湖南岸的农场中，儿女年轻，都到城市中去谋职，有些子女有

一技之长，从而自立门户，不再务农了。他们的父辈却不同子女们住在一起，仍在农场中，辛勤劳

动。德国也有这样的例子，老人们开着播种机、灭虫机、灌溉机等，在田地里奔忙。我们问这些老

人，为什么不同成年的儿女住在一起享清福，为什么不把自己那块庄稼地卖掉？无论在美国还是在

德国，我们所遇到的老人们都认为“这是责任”“这是乐趣”“这是对儿女们的交待”，正是由于有了

上述的交代才会有这样的一些年老的农民在勤劳地耕作和收获。

中国会发生这种情况吗？很难说，但同样会有“老人的责任感”“务农的乐趣”“对儿女的交

待”等说法的存在。今天务农的老人还不多，但可以“等着瞧”。

在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省，“老人种田”将是可以预料到的一种新的变化。

第三，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甚至９０年代依然存在的粗放式的生产所造成的这种大面积污染，对后
代子孙所带来的危害不是短时间内就能消失的。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和９０年代矿业的采挖污染，已经给矿区的人民生活上带来很大损失。不少地
区目前正在做“补课”工作。这里说的“补课”，实际上就是对过去过度采矿所造成的恶果进行挽

救，其间付出的代价是严重的。例如水源污染了，必须从源头治理起；农田损坏了，也必须从附近的

污染源治理起。要恢复矿区的生态平衡，耗费很大，这就使受污染地区在短期内很难恢复原状；污

染地区要恢复常态，可能要耗费几代人的精力。那么，在短时间内如何改善矿区人民的生活？要让

矿区人民有较好的生产、生活环境，最简便的方式是使他们全家和家畜家禽有地可迁，还要使新修

的农民住房不低于过去的标准。那么耗费巨大的拆迁费、建房费、生活安置费等，谁来承担？这一

切可能仍需由地方承担主要费用。

总之，２０世纪８０年代、９０年代农村不顾生态保护而造成的污染，导致后人花费更大地治理环
境。这是不可忘掉的教训，今后开发农村时一定要把前人的教训牢记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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